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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刁晏斌

■ 新汉语史的构建

主持人语: 28 年前，吕叔湘先生曾经规划过汉语史的“新版
图”，即把它分为语音史、文言史和白话史，只可惜这一观点并未引
起更多人的注意或重视。我们曾经以吕先生的这一思想为基础，
提出了“复线多头”模式、五史并存的“新汉语史”，即文言史、白话
史以及语音史、方言史和通语史，并认为五史合一才能构成完整的
汉语史。本栏目的 3 篇论文就是在新汉语史框架下的一次新尝
试。刁晏斌的《关于文言史的几个问题》在其此前对文言史讨论的

基础上，对同质文言史与异质文言史这两条发展线索以及文言在现代汉语中的“死”与“活”等
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并试图为理清现代汉语的来龙去脉提供另一种思路。姚振武先生
的《汉语语法从殷商到西周的发展》如其篇名所示，对文言史的“前端”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细致
的梳理，总结和归纳了不少新的语法事实，对建构完整的文言语法史有相当大的意义和价值;徐

时仪先生的《古白话的形成与发展考探》对古白话由微而显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进行了系统的讨
论，不但立足于语言事实，而且有很强的思辨和理论色彩，无疑在其已有的对汉语白话史探索的

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我们希望，本专栏的 3 篇论文能够引起学界的关注，更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投入相关研究，

从而为我们传统的汉语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带来新的发展。

关于文言史的几个问题

刁 晏 斌

(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摘 要: 在“新汉语史”的框架下，分析文言史上的问题可以看出，第一，文言史是复线而不是单线的。文

言史包含两条线索:一是同质文言史，二是异质文言史。第二，文言在现代汉语中并未“死亡”，仍然存在，也从

未离开。从另一个角度说，文言史并未终结，仍在持续; 其三，异质文言是沟通古今的桥梁。新汉语史的构建，

可以为梳理现代汉语的来龙去脉提供另一种思路和角度，是建立异质文言史的一种努力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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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于 2010 年发表长篇论文《“文言史”及
其研究刍议》，根据吕叔湘所提出的把汉语史分为
语音史、文言史和白话史的思想，对文言史的内涵
及成立依据、文言文本的分类及其分布、文言史的

研究内容、文言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等问题进行
了比较系统的梳理。［1］最近，笔者又发表了《传统
汉语史的反思与新汉语史的建构》一文，在总结与
反思前人时贤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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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新汉语史”的概念，其主要内容是建立“复线
多头”的汉语史新格局。所谓“复线”，就是认为汉
语史首先应由两条主线构成，即文言史与白话史;

所谓“多头”，即在复线之外，汉语史还应有其他几
个重要的“头绪”亦即线索，主要有语音史、方言史
和通语史。如果再说得稍远一点，还应该有一个
口语史。新汉语史的任务，就是理清以上各史及
其相互关系，最终形成一系列相关的完整研究。［2］

本文拟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对新汉语史中

的文言史再作讨论，主要涉及以下三个问题: 第

一，文言史是复线而不是单线的，根据文言文本性

质及其发展过程等的不同可以分为“同质文言史”
和“异质文言史”，二者应该分开来研究; 第二，对
文言在现代汉语中是否真正完全被白话取代提出

我们的意见和看法; 第三，以近代以来的异质文言

为切入点，探讨文言史与现代汉语的形成之间的

关系。

一、文言史的简单梳理

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吕叔湘曾着眼于发展
变化，把文言分为两种，他说:

在二千多年里头，文言自身也有了相当

的变化，时代的变迁怎么也得留下他的痕迹。
最明显的是在词汇方面，这不用说，就是在文

法方面也略略有些变化。……对于时代变迁
的影响，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竭力仿效
古人，用古语代今语，例如不说“军长”而说
“将军”，不说“学生”而说“生徒”，结果，虽然
有时还是不免露马脚，可是他们至少是拿周

秦文做他们的理想的( 唐宋以后的文人又常

常拿唐宋古文家改造过的古文做他们的理

想) ，他们的作品表面上也做得很象，我们可

以称这一派为“正统文言”。

但是很早已经有人对于口语的影响采取

较宽容的态度。他们虽然沿用文言的架子，
却应合当前的需要，容纳许多口语的成分，随

笔和书札里面有很多例子，公文、契约等等应
用文字更是如此。这一类文言可以称为“通
俗文言”。［3］4

袁进则用了“典雅文言”与“浅近文言”的概

念，他说:“但是两千年来的文言，还是出现了一种
浅近化的趋向。最明显的证据就是明清时期的文
人集子，其中的大部分文章比起先秦、两汉的文
章，无疑是浅近得多，读起来容易得多。这时在客
观上已经存在一种与先秦两汉典雅文言不同的

‘浅近文言’。什么是‘浅近文言’? 所谓浅近文
言，就是用典用得很少，无外乎不用古字难字，不

讲究音调对仗，语法也比较随便，比较接近于白

话，比较容易理解……这种浅近文言，到明清时
期，已经在文坛上占据了主要地位。”［4］20

基于同样的认识，郭锡良明确指出汉语中长

期存在“三文并存”的状态: “宋代以后，汉语书面
语存在三种情况:一是仿古的文言文，二是在当时

口语基础上进行加工的古白话，三是继承唐代以

前文白夹杂的混合语。”［5］617

我们曾经着眼于内部构成因素的差异，把文

言文本分为“同质”和“异质”两种，前者指先秦时
期定型化了的正宗文言，以及此后历朝历代沿袭

使用、基本保持原有体貌格局的模仿之作 ( 即“拟
古文”) ;后者指与先秦典范相比，有了较大、较为
明显变化的文本形式，二者大致可以与吕先生所

说的“正统”与“通俗”对应起来。我们对异质文
言的认识和定位是: 产生于文言与白话的交界地

带，是典型文言与典型白话之间的一种过渡性文

体，它是白话的起点，而在白话最终形成之后，它

依然存在，并且在汉语发展史上与“正宗”文言和
后起的白话呈鼎足而三、齐头并进的格局。［1］这
样，去掉白话史一条线索，文言史应该是复线而不

是单线的，即包含同质文言史和异质文言史。
1． 同质文言史
语言总会发展变化的，文言自然也不例外，一

些学者基于对不同时期文言形态的了解表明了自

己的看法。刘志成说:“有些学者以为汉代以后的
书面语只是先秦书面语的继承或模仿，把问题未

免太简单化了。其实，就是刻意仿古的唐宋古文
运动作家的作品，与先秦的语言也有很大的差

别。”①李春阳指出，“文言文中，通常看不到方言

① 刘志成《序》，见陈颖《苏轼作品量词研究》，巴蜀书
社 200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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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而词汇句式的古今细微变化，似乎在表明口

语对于文言的某种渗透。”［6］徐时仪谈到，“唐宋八
大家的著作也是文言文中的杰作，其所用语言又

与《史记》有所不同。究其原因，盖时代在发展，语
言也在发展演变。”［7］

然而，这方面的研究却长期从缺，主要因为受

到以下两种认识的限制: 一种是“不变说”，即认
为后世的文言模仿之作与其模仿对象相比没有什

么变化。谢序华就此指出:“人们历来认为文言是
不变的，如《马氏文通》将韩愈古文与先秦文言当
作同类语料使用; ‘五四’时期斥文言为‘僵死不
变’;当代，一般认为‘东汉以来，汉语书面语开始
凝固了’，没有研究价值。”［8］有人虽然措辞略有不
同，但表达的基本是同一个意思: “由于汉以后的
大部分有正统身份的文人在著文时有意识地以先

秦两汉散文使用的语言作为规范，严格遵循此种

语言的规律进行写作。所以直至清末，甚至于‘五
四’前夕的文言文作品的基本面貌与先秦两汉时
期的文言文作品极其相似。”［9］另一种是“无用
说”，即认为文言模仿之作虽然有变化，但是并不
反映语言发展，所以对于汉语发展演变研究没有

用处，比如有人说:“文言虽然以上古汉语为基础，
但其主要作品均为后代所仿写，它既不能代表纯

正的上古汉语，也不能体现后代汉语的演变。因
此，在上古汉语的平面研究和汉语历史演变上，同

样不会以文言这个范畴为对象，如果这两个方面

的研究以后代文言作品为语料，就会被视为‘犯
规’”。［10］

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所以，“古代汉语”通常
是作为一个平面来研究的，“古汉语语法”实际上
就是先秦语法，“古汉语词汇”实际上也是先秦词
汇。［11］我们曾以“古汉语”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
进行搜索，找到了不少以“发展演变”为名的论文，
但是前边多带有“上古汉语”的限定①。而以“中
古文言”“近代文言”等为关键词进行篇名检索，结
果均显示为零。
这一条线索的文言史研究，在前半截的上古

范围内做了一些，而对此后长达 1 700 多年的后半
截的研究，充其量只能算刚刚起步，目前所见只有

几篇论文和一本专著。②

如果对文言史的这条线索做一简单表述的

话，我们想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它的时间跨度最大，可以说贯穿了整个

汉语史; 第二，这条线索总体而言比较平稳，没有

太大的起伏变化; 第三，同质文言史可以分为前后

两段，前段大致在汉代以前，是正宗文言的产生、
形成和发展时期，后段则是“拟古”，时有一些细微
的变化; 第四，目前可以归之于文言史的相关研

究，基本都是围绕这条线索展开的，但主要集中在

前段，后段刚刚开始，很多具体的情况还不得而

知，因此总体而言开拓空间比较大。
2． 异质文言史
吕叔湘指出: “言文开始分歧之后，书面语也

不是铁板一块，在不同时期，用于不同场合，有完

全用古代汉语的，有不同程度地掺和进去当时的

口语的。”③这实际上是对前述正宗文言与通俗文
言的另一种表述。黄征则从词汇角度表达了同样
的意思:“随着历史的发展，汉语也不断地在发生
变化，原有的词汇已越来越不够用了，口语对文言

的影响和渗透也越来越明显了。”［12］以上表述主
要立足于通俗文言的成因，而也有人主要着眼于

前后对比，指出通俗文言自身巨大的发展变化:

“其实文言本身非无变化，我们只要看看《尚书》里
头那些诘屈聱牙的篇什与清末的新民体文章的差

距，就可以了然了”［13］;“作为正式语体的文言文，
到《新青年》时期，与传统文言相比早已面目全
非。”［14］如果我们对“面目全非”不作极端理解的

①

②

③

如贝罗贝、吴福祥《上古汉语疑问代词的发展与演
变》( 《中国语文》2000 年第 4 期) 、王鸿滨《上古汉语介词
的发展与演变》(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4年第 5 期) 、姚振武《上古汉语动结式的发展及相关
研究方法的检讨》( 《古汉语研究》2013 年第 1 期) 等。
文章有谢序华、张振羽《成语的结构、语义和修辞

的发展———兼从〈韩昌黎全集〉成语管窥仿古文言的语言
发展》( 《怀化学院学报》2008 年第 9 期) 、谢序华《从唐宋
古文与〈左传〉的比较看唐宋古文主语的发展———唐宋仿
古文言与先秦文言句法比较研究》( 《古汉语研究》2013 年
第 1 期) 、张文锦《唐宋仿古文言中的第一人称考察》( 《科
教导刊》2015 年 2 月上旬刊) ;专著是谢序华《唐宋仿古文
言句法》( 中华书局 2011 年版) 。
见刘坚《近代汉语读本·序》，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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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这一表述大致反映了通俗文言史末端的一般

情况。我们曾在前边提到过的拙文《“文言史”及
其研究刍议》中举例对异质文言的一般情况及特
点等做了一定程度的说明，以下再以一段文字为

例:

即如彼于基督所显之大能大力，使其从

死复活，使其在天上坐于己右，超乎一切为首

领者、掌权者、有威势者、主治者、与今世来世
凡有名望者之上。又将万物服其足下，使其
在万物之上，为教会之元首。教会乃其身体，
为充满万物之主所充满。( 1895 年译浅文理
版《圣经》第一章)

总体而言，异质文言中的异质因素主要有两个，一

是口语，二是外来语言。
口语对文言的影响和渗透在东汉以后比较集

中地显现出来，而这也正是人们在汉语史的阶段

划分中划出一个中古汉语的最重要理由。方一新
说:“以东汉为界，把古代汉语分成上古汉语和中
古汉语两大块，以东汉魏晋南北朝隋为中古汉语

时期，应该可以成立。”方先生还从词汇角度概括
了此期的 4 个特征: 一是文白分歧明显，早期白话
作品中口语词、俗语词大量增加; 二是旧的概念使
用新的词来表达，词汇复音化成为趋势，词所承载

的新义位大量产生; 三是基本词汇开始产生变化，

新词与旧词并存并逐步取代后者; 四是构词法有

新的发展，附加式复音词大量出现。［15］

“中古”与“上古”之名，其中心语都是“古”，
即二者都属于古代汉语，如果从文体的角度说，则

都是文言书面语，只因为有了以上诸多不同，二者

才得以区分。所以，中古汉语的出现和成立，是以
传统文言书面语中异质成分的较多出现为依据

的。这些异质成分使传统文言在一定程度上有所
改变，其“古雅”程度有所降低，但却没有根本改变
它的面貌，也没有动摇它的根基，所以它还是文

言，只不过是掺杂了异质成分的文言。这样的异
质文言几乎贯穿古今，它的历史比古白话长得多。
由此，我们大致可以说，异质文言史肇始于上

古汉语向中古汉语的演变和过渡，而汉语史上中

古汉语阶段的开始，大略也可以认为是异质文言

史的开端( 当然，从研究的角度说，它还应该有一

个前发展阶段) 。日本学者太田辰夫称中古阶段
为“古代汉语的变质期”，并且讨论了不少此期不
同于上古的语法特征。［16］10 － 73这里的“变质”或许
可以看作对我们所说“异质”的一种解释;另外，这
些变化都是在当时的文言文本中出现的，一方面

可以看作白话因素的“冒头”，另一方面也应看作
文言不同于以往的新变化，所以在作为白话史研

究对象的同时，也理应成为文言史研究的对象。
徐时仪认为，汉至清两千年，汉语书面语有文

有白，文白并存，初以文为主，后以白为主，直到五

四白话文运动取代了文言。［17］11这是就白话史来
说的，而如果就异质文言史来说，恐怕要作如下修

正:初期以文言为主，后来仍以文言为主，只是

“文”的程度有所降低。另外，这样的文言后来也
并未完全被白话所取代( 详后) 。
下边我们再简单讨论外来语言因素问题。
在异质文言的发展史上，大致有两次外来因

素介入的高潮，其中第一次汉语史学界讨论得较

多，而第二次则基本没有涉及。
第一次介入主要表现在中古的汉译佛教典

籍。前边提到，口语因素的介入是中古汉语得以
独立为一个阶段的重要原因和理由，其实还有另

外一个原因和理由，这就是此时大量存在的汉译

佛教典籍中外来语言因素的大量掺入，即如周俊

勋所说:“中古汉语之所以能够独立出来，也是因
为众多的研究显示: 这个时期的语言特点既与上

古汉语不同，也与其后的近代汉语有差异，而这种

研究成果所依靠的主要材料正是大量的汉译佛

典”［18］。

另外，口语和外来因素往往还是结合在一起

的，这就越发使得其“异质”特点表现得更加明显
和充分。朱庆之就此指出: “佛教由印度传入中
原，为宣传教义，使目不识丁的百姓都能听懂，一

些僧人在翻译佛经时不得不放弃使用典雅的文

言，而采用一种跟当时口语十分接近的文白夹杂

的文体……这说明早期汉译佛典与口语有非同寻
常的关系，中古大部分汉译佛典是以当时口语为

基础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当然，汉译佛典具有
口语俗语和不规范成分与文言文的混合、汉语和
外语的混合两种特点。”［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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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文言史上第二次外来因素的集中掺入，

是近代以来“欧化”大潮的影响所致，上引称五四
时期文言“面目全非”，即是就此而言的，其典型代
表如外国传教士的汉语写作与翻译，以梁启超为

代表的“新民体”、林纾的文言翻译小说以及以章
士钊为代表的“逻辑文”等。关于这方面的情况，
我们将在下文作进一步的讨论。
以下归纳总结一下我们对异质文言及其发展

历史的认识:

第一，异质文言最大的特点是在文言的框架

下文白夹杂、半文半白，其掺入的部分主要是各时
代的口语及口语性成分，以及一些外来语言成分。
总体而言，它既是白话得以产生的母体，同时也是

介于典型文言与典型白话之间的一种混合体，或

称中间性文体，其内部没有特别强的一致性，在不

同的时间往往因人而异、因文而异，在上下之间有
一个较大的浮动范围。
第二，异质文言与整个白话的产生过程相生

相伴，并且在白话真正产生和确立后，它也并未消

失，而是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本样式，与同质文言及

“典范”白话鼎足而三，一方面持续发挥着自己独
特的记录和表达功能，另一方面也与后两者共同

形成汉语史上三文并存、三史并立的独特景观。

第三，异质文言有自己从产生到发展的过程，

如果以白话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为参照，则大致可

以归纳为两个阶段: 第一是作为白话的孕育母体

阶段。即在整体文言的基础上掺杂进一些口语及
外来成分，其发展主要表现为一些传统的文言手

段和形式不断被后者所取代，或者是有不同程度

的改造，并且上述变化所占比例不断提高，整个中

古时期大致就处于这个阶段; 第二是与白话分立

阶段。其特点是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主要表现一
是总体上文言的格局和框架并未明显改变，二是

口语及口语性成分等仍然保持较高的比例。在整
个近代汉语以至于现代汉语阶段，异质文言大致

都处于这种状态。

第四，异质文言与同质文言并无本质区别( 人

们在谈到拟古文与正宗文言不同的原因时，也会

提到口语的渗透等) ，典型的二者分处于一个连续

统的两端，而靠近中间的部分则不易分清。但是，

在二者之间划分一个大致的界限应该是不成问题

的，用前引吕叔湘的话来说，就是后者“很像”正宗
文言，而前者只是“沿用文言的架子”，因此自然也
就不那么“像”了。如果着眼于文言之变，则后者
变化小而前者变化大; 如果着眼于异质成分的多

少，则后者少而前者多。正因为如此，所以异质文
言史的内涵远比同质文言史丰富，并且因为其在

古白话的产生以及文言融入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

过程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再加上这一线索一向未

引起人们的关注，所以有必要特别强调。
第五，对异质文言及其历史进行研究，有很大

的意义和价值，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

这是从中古以后一直存在的语言现象，并且在三

文及三史中“三分天下有其一”，不研究它自然就
不足以实现对汉语的完整实时状况及其发展历史

的全覆盖; 其二，异质文言是由典型文言到现代白

话的重要通道，换言之，它也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的重要来源之一; 其三，异质文言也有产生过程和

一定的发展变化，因此其本身也可以构成一条史

的线索; 其四，由于其与白话之间的密切关系，所

以研究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白话史的研究，或

者至少可以为后者增加一个观察角度。
我们可以从理论上把文言史的两条线索分得

比较清楚，然而在实际的具体文本中，可能就不容

易分得那么清楚了。徐时仪在讨论《朱子语类》的
语言时有过这样的描述: “既有先秦的文言，又有
唐宋的古白话和方言口语，文白相间，雅俗共存，

新旧质素交融，旧义的延续和新义的诞生共存于

同一平面，形成了绝对动态演变、相对静态聚集，
多源而一统，同处而异彩的语言渊薮，相当于一个

立体的网路，叠置着从历史上各个时期传承下来

的不同历史层次的词语和宋代产生的新词新义，

客观上如实反映了中近古汉语词汇的发展和演变

概貌。”［20］有人说，“文言与白话的双轨并行，交错
杂陈，致使欲想研究二者之一的难度无形中加

大。”［21］因此，复线文言史的研究，是汉语史学界
面临且必须应对的巨大挑战。

二、文言的“死”与“活”

在关于近代汉语以后或进入现代汉语之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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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与白话关系的表述中，人们常用的说法是“白
话最终取代 /替代了文言”，文言“退出历史舞台”
“消亡”“寿终正寝”等。这样的表述如:

关于白话文替代文言文，我们可以将之

看作汉语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因民族危机

与西学东渐的进程等“民族的状况中猝然发
生的某种骚动，加速了语言的发展”。［21］

文言书面语统治数千年，退出历史舞台

不到百年，长时期里对白话、普通话和方言都
有不小的影响。［22］

文言的消亡是一种历史必然。［23］

在辛亥革命过后，伴随着封建时代终结，

固化的等级被打破，文言不再是高贵身份的

象征，在复杂的社会因素作用下，浩浩荡荡的

白话文运动终于宣告了文言的寿终正寝。［24］

由此就引出了一个对文言及文言史而言至关

重要的问题，即文言的最终“归宿”。作为完整的
历史，以及对这一历史的研究，我们应该对此有一

个明确的认识。
孙德金专门讨论了文言的“死”与“活”问题，

认为应当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认识: 其一，作为周

秦时期形成并固化的一种古代标准的书面形式的

整体，五四时期文言的正统地位可以说基本终结，

代之以现代白话文这种新的汉语书面语表达系

统，这种意义上的文言可以认为“死”了; 其二，如
果把文言的构成成分、构成规律看作文言的本质
所在，看作文言的精髓，那么就不能说文言已经

“死”了。另外，孙先生还指出，文言“死去”的主
要是一些词汇和极少量的结构，主体部分并没有

“死”。［25］29，330我们基本同意孙先生的观点，以下就
此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1． 文言未“死”
无可否认，现代汉语中有大量的文言词汇、语

法成分。胡双宝认为，“汉语发展的历史决定了，
白话必然要吸取书面语成分，以丰富表达手段，才

形成以今日白话为基底辅以必要的文言成分的书

面语。”［26］作家汪曾祺说: “文言和白话的界限是
不好划的。‘一路秋山红叶，红圃黄花，不觉到了
济南地界’是文言，还是白话? 只要我们说的是中
国话，恐怕就摆脱不了一定的文言的句子。”［27］

按王力、吕叔湘等多数人的意见，现代汉语始
于五四时期，那么，以下我们就对五四时期至今的

情况略作考察。
先看文言语篇的存废。进入现代汉语阶段之

后，白话虽然成为现代汉语书面语的主流，但是文

言也并未完全销声匿迹，特别是在早期现代汉语

中。号称白话小说第一人的鲁迅的《中国小说史
略》( 作于 1923 年) 是用文言写成的; 而“那时候
( 引者按指 1926 年) 作文都是文言文，没有写白话
文的”［28］41 ;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稿直到 1949

年迁到台湾之后，才由文言改为白话。［29］122此后，

文言篇章也偶有所见，比如陈寅恪的长篇小说《柳
如是别传》( 1953 年开始撰写，1964 年夏天完稿) 、
钱钟书的学术巨著《管锥编》( 1972 年定稿) 等。
有人曾经对“部分学术论著语言文言化倾向”

提出批评，列出了当下写作中的两类“滥用文言”
现象，其一即是通篇文言文，以某些专著的序言、
跋文等最为严重，另外指出这种情况还包括已出

版发表的当代学者的信函中所滥用的文言文。［30］

其他方面，比如近年来媒体不时有高考文言作文

的报道;甚至在网络、微信上，凡出现某一重要的
新闻人物，往往就会有“假冒”的《史记· × ×列
传》，用的也是不那么典范的文言。
再看文言句法格式的情况。文言的主要句式

几乎在现代汉语中都有存留，上引“部分学术论著
语言文言化倾向”的第二类表现，就是“文白夹杂，
大量使用一些并非必要的文言词语和文言句式”。
我们曾经讨论过早期现代汉语中大量存在的“古
句”和“准古句”，如“掌柜既先之以点头，又继之
以谈话”( 鲁迅《阿 Q正传》)，“遂使边界被敌占领者
一个多月”(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31］209 － 216孙德

金从构词法的角度讨论了“复合词中的文言语法”
( 包括“数 +名 /动 +形”式构词、“动双 +名单”式构
词、使动用法在构词中的沿用、名词状语在新词构
造中的沿用、动状结构在新词构造中的沿用) 以及
“成语和词组中的文言语法”;而在句法方面，则讨
论了现代汉语书面语中的“VA 为 B”使成结构、
“以 A为 B”意动结构，“动状 +动”结构等。

［25］

几乎所有的文言语法书都会用较大篇幅讨论

词的“使动用法”，而当代汉语中，这一形式仍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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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见到，胡正微就列举了不少用例，来证明“近几
年来，词的使动用法又出现渐趋活跃的新动

向”。［32］冯胜利等指出，现代汉语书面语还在使用
大量的文言句型，这些句型在口语中不用，可称为

“书面语句型”，它们在书面正式语体中同样扮演
着正式、庄雅的角色。这是现代汉语书面语的特
征之一，他们目前已经收集这样的句型达 300 个
左右。比如，“……中不乏……”就是其中之一，文
中列表指出，“文”的形式用“学生中不乏知识渊博
的人”，而同义的“白”的形式则为“学生中也有不
少知识渊博的人”。［33］一些研究文学的学者也敏
感地注意到这一现象，比如陈平原指出，“甚至连
最能体现当代大众趣味的电视广告，也经常出现

文言的句式。更让我惊讶的是，即便在流行歌曲
里，文言也并未完全绝迹”［34］。

最后看文言词语的使用情况。
张中行指出，“文言长成，定形，主要靠三个条

件:一是有相当严格的统一的词汇句法系统，二是

这系统基本上不随时间的移动而变化，三是这系

统基本上不随地域的不同而变化”。［35］19同质文言
之所以为同质，就因为几乎完全沿用了这一系统，

而在现代汉语中，它们依然基本存活。句法系统
的情况已简单如上所说，而文言词汇在现代白话

中更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存在，如有人所说: “我们
也不难发现，在白话文成为主导文体之后，仍然有

许多文言词汇成分活跃在我们的口语和书面语

中，成为白话中的文言、现代中的古典。这体现出
汉语的历史传承性。”［36］

我们认为，要全面了解和掌握现代白话中文

言词汇的使用情况，应当抓住“核心词”或“典型
词”，至于哪些词属于文言的“核心词”或“典型
词”，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有意义的课题。我们
初步的认识是，它至少应该包括两类: 一类是功能

词，一类是实体词。前者主要集中在各类虚词，而
后者则主要集中在几类实词。
现代汉语中，保留了大量的文言虚词，严慈认

为，白话文里保留着的大量“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
生活的”文言虚词，是一份极可宝贵的财富。［37］孙
德金用 5 章的篇幅分别讨论了现代汉语书面语中
的“其”“之”“于”“以”和“所”，用大量的语料证

明，它们在现代汉语中具有普遍性、常用性。［25］我
们随手翻阅侯学超编《现代汉语虚词词典》目录，
看到了大量的文言虚词，比如收于字母 E 下的 6
个词“而、而后、而况、而且、而已、尔后”，全部属于
文言虚词;接下来的字母 F 下也有“凡、反、反之、
方、非、非但、非特、非徒、否则、甫”等典型的文言
虚词，在该字母下全部 22 个虚词中占 45%强。
就实体词来说，人们的一般共识是，文言词汇

系统以单音词为主，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以双音节

复合词为主。两种词汇体系的差异使文言词常常
不是以词而是以语素的身份进入现代汉语复合词

系统中。因此，文言词汇与现代汉语复合词的联
系更为密切，比如，仅以“视”为语素构成的就有
“凝视”“远视”等 50 个复合词。［38］这也就是说，有
大量的文言单音节常用词并未消失，它们只是改

变了存在和使用方式，由词变为语素，成为现代汉

语常用词的构成基础。
另一方面，也有相当数量的文言词语( 包括单

音节词) 在现代汉语中也并未完全退出使用。比
如，由“虎”派生出“老虎”以后，前者仍在一定场
合使用;文言的“金”“银”等在一些专业领域也在
使用，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现代汉语词典》中
有不少标〈书〉的词语，指书面上的文言词语，这样
的标注在第 3 版中一共有 5 204 处，占收词总量的
8． 68%，［39］其中以词为单位的共有 3 632 个( 单音
节 1 090，多音节 2 542) 。［40］另外，在《现代汉语词
典》不同的版次中，这一数字还在变化，比如到
2005 年的第 5 版，除增加了一些标“书”词语外，
也去掉了一些词语的这一标记，则表明对其现代

汉语词汇身份的进一步认定。［41］

如果把台港澳地区的“国语”也一并进行考察
的话，那么，文言语篇、结构及词语的“活性”就更
加明显了。比如，有人就香港书面汉语的情况谈
到:“香港书面汉语保留了相当数量的文言功能
词、句法结构及固定结构，并且由此发展出一些新
的句法结构。……时至今日，半文半白的书面语
仍然还有不小的市场，而一般的书面语中保留相

当数量的文言成分，也就顺理成章了。［42］香港的
情况如此，台湾“国语”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综上所述，我们的结论是: 文言并未消失，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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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死亡，它只是改变了存在的方式。总体而言，就
是或化整为零，或改头换面，大量存留在现代汉语

的底层和深层，在其各级单位，从语素到词，再到

词组，再到句子，甚至于篇章，都有文言的影子和

印迹。文言仍在，从未离开，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就
是说，文言史并未终结，而是仍在持续。

2． 文言成分是怎样进入现代汉语的
既然各种文言形式在现代汉语中大量存在，

那么剩下的一个问题就是，它们是怎样进入现代

汉语中的? 就来源和路径而言，不外乎以下三种

可能:

第一，间接进入。即文言成分进入白话，再随
白话进入现代汉语书面语。有人从词汇角度清楚
地表明了这一点:“现代汉语中有不少词语来自古
白话，这些词语又是怎样从上古汉语经由古白话

而演变为现代汉语词语的呢?”［43］在语法方面，很
多研究现代汉语的人往往上推近代，再及古代，而

一些研究汉语史的人，有时也会由上古直至现代，

其实都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第二，直接进入。即文言成分不借助于白话

而直接进入现代汉语书面语。周祖谟明确指出:
“现代汉语就是古代汉语的继续。文言是古代的
书面语言，它的语法基本上与现代汉语相同，我们

就不能说文言是已经死去的语言。文言中所表现
的语法结构与现代语法结构的一致性，正表现出

古今语言是一个，现代语就是继承古代语发展

来的。”［44］

第三，间接、直接相结合。李如龙曾画出文
言、白话与普通话、方言的关系图，图中显示，文言
有直接进入普通话与先进入白话再进入普通话这

两条发展线路。此外，李先生还直接指出: “现代
的口语———普通话不但和方言相互依存、相互作
用，而且直接继承了白话的传统，吸收了不少文言

的成分。”［22］以下一段话中的“一方面”与“另一方
面”大致也可以作如是观: “我们现在用的是现代
汉语。可是现代汉语旁边坐着一位‘文言’。‘文
言’和现代汉语虽然差别很大，却又有拉不断扯不
断的关系。一方面，两者同源异流，现代汉语，不
管怎样发展变化，总不能不保留一些幼儿时期的

面貌，因而同文言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相似之点( 表

现在词汇和句法方面) 。另一方面，两千年来，能
写作的人表情达意，惯于用文言，这表达习惯的水

流总不能不渗入当时通用的口语中，因而历代相

传，到现代汉语，仍不能不掺杂相当数量的文言

成分。”［45］3

以上第一、二两种观点都有理论基础和事实
依据，所以第三种观点就是最为全面的认识和表

述了。然而，相对而言，人们对第二条路径的认识
和把握还不是特别普遍和深入，而这一点又与本

文论题密切相关，所以下边从两个方面作进一步

的说明。

先从不同时期人们的认识和表述来看。五四
时期，白话文的设计者们几乎不约而同地都提到，

要吸收文言中的成分，作为新白话的重要组成部

分。比如傅斯年说: “取白话为素质，而以文词所
特有者补齐未有”［46］。周作人说: “以口语为基
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

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

的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①此时的
书面语写作，虽然一定程度上如有人所说“五四是
白话文的创新时期，无章可循，不讲规范，各人按

各人的语文功底，或夹杂近代白话和文言，或夹杂

欧化句子，或使用方言俗语，随意性很大。”［47］85但
是，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文言的因素，所以，后来

的研究者才会有以下一些表述:“如果按照发生学
的原则对现代白话进行溯源，其主要成分是文言、

传统白话、翻译的外来语、方言等。”［48］“现代汉语
书面语系统有三个来源。首要来源是以北方方言
为基础的口头语，其次是百余年来的翻译文本，再

次是两千多年来的古汉语文本。三大来源构成了
一个有弹性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基本上是稳定
的，但它是一个动态结构。”［49］68有人归纳了“五四
白话”的 4 个基本特征: 以口语为基本、融进欧化
成分、留用古语成分、选收方言词语。［50］353 － 370

再就语言的实际情况来看。有不少古白话中
没有或不常用的形式和用法，在现代汉语中却出

① 周作人《燕知草·跋》，见《永日集》，上海北新书局
1929 年版。转引自张中行《文言与白话》，中华书局 2003
年版，第 2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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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甚至比较常见。吕叔湘说: “新的书面语又会
从旧的书面语吸收有用的成分: 在现代汉语书刊

里，文言成分，特别是利用文言词素造成的新词，

比《水浒传》和《红楼梦》里多得多。”［51］这无疑是
现代汉语与近代汉语在词汇上的相异之处。这样
的相异之处在语法方面也有表现，比如有人讨论

过古汉语名词做状语现象的衰微，指出这一现象

从东汉开始衰微，到南北朝开始，在口语中已经失

去能产性，表明已经接近于衰微的尽头。［52］此后
在整个近代汉语中都不多见，而到了现代汉语，特

别是当代汉语中却比较多见。［53］295 － 308孙德金也曾

以此为例来说明文言未“死”: “词法中，至今仍是
一种能产的构词方式; 句法中，在书面语( 甚至口

语) 中，具有情状意义的名词有可能做状语，并非

只是存在于构词层面。”［25］330

本节内容可以小结如下: 经过三千多年的发

展，有各个层面的、相当丰富的文言因素或直接、
或间接地进入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成为其重要的

有机组成部分，并且保持着充分的活力。从这一
角度，我们也可以说，文言史并未结束，仍在延续。
就两条文言史与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关系而言，

我们认为，同质文言主要是直接“引入”，而异质文
言更多的则是“化入”，这个问题很有挑战性，当然
也很有意思，我们将另文讨论，以下我们仅就后者

作一些说明。

三、异质文言:沟通古今的桥梁

何九盈在讨论传统汉语的现代转型时，首先

由近代来华传教士的汉语写作说起:“那时的译文
和传教士的文章，虽然还是一派文言腔，但他们的

认知图式，话语编码机制，尤其是词汇领域，已显

然有别于中国传统的文言文。文言文内容的‘西
化’，新语境的产生，必然会促进汉语深层结构的
现代转型。”［49］23袁进就此进一步写道:“西方传教
士在行文时常常是把典雅的文言语句和不够典雅

的直接表白的俗语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亦雅亦

俗的独特表述，加上一些典雅的包装词。这种表
述很让士大夫瞧不起，以为它不文不白，不能避

俗，文理不通，是语言修养不够的具体表现; 其实

反倒成全了它‘浅近文言’的独特风格。”［4］45如前

所述，这样的“浅近文言”就是吕叔湘所说的通俗
文言，也属于本文所讨论的异质文言，而这样的文

言，就是最早的“欧化文言”。
近代以来，随着中西交流日渐增多，传统的文

言也受到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并由此而产生了巨

大的变化，形成了前边引文所说的“面目全非”的
形态。就散文来说，最具影响力的是以梁启超作
品为代表的“新民体”，有人称之为“突破文言旧格
局的急先锋”［50］217 ; 它在语言上的特点，梁氏自己
表述为“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 ①而有人
据此进一步归纳为“吸取了生动活泼的民间俗语、
谚谣、口语、俚语，并不时杂采新事物，新名词术语
及外国语法，把渊雅古奥、晦涩高古的文言文改造
得通俗易懂，使文章向言文一致的方向转化”，但
是同时仍认为“那种半文半白的格调实际上是一
种浅近的文言文，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文言文的面

貌”［54］。
以下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 是今日全地球之

一大问题也。如其老大也，则是中国为过去
之国，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国，而今渐澌灭，他

日之命运殆将尽也。如其非老大也，则是中
国为未来之国，即地球上昔未现此国，而今渐

发达，他日之前程且方长也。( 梁启超《少年
中国说》)
对于新民体在近代语言发展中的作用，陈平

原做过这样的表述:“晚清的白话文不可能直接转
变为现代的白话文，只有经过梁启超的‘新文体’
把大量文言词汇、新名词通俗化，现代白话文才超
越了语言自身缓慢的自然进化过程而加速实

现。”［55］1 － 2司马长风更是高度评价新民体语言上

欧化的革命意义:“从‘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
法’看来，距完全用白话也只一步之差。”②

后于新民体的，还有所谓的“逻辑文”，即章士

①

②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 34，中华书局 1989 年
版。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香港昭明出版社有限

公司 1976 年版。转引自赵黎明《欧化·现代化·民族
化———略论现代中国语文“欧化”问题的历史轨迹》，《内
蒙古社会科学》2007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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钊在民国初年创立的以文言形式写作的政论文体

式。“在民初散文影响较大的逻辑文中，句法欧化
表现得最为明显，逻辑文的代表作家章士钊善用

‘欧化的古文’，表达繁复的意思，高深的学理，傅
斯年认为这是‘几百年的文家所未有’的。”［56］这
一文体“表现出与晚清文言散文主流鲜明的差异
性。它推崇柳宗元文章精致的修辞技巧，却有着
混杂的语汇和西化的句法。”［57］

以下我们也举一个章士钊文的例子:

愚今言用才，所谓用者，易生误解。今请
以说明之。用人曰用，自用亦曰用。天之生
才，而适有相当之职分以发展之。举曰用，用
才云者，乃尽天下之才，随其偏正高下所宜，

无不各如其量以献于国，非必一人居高临下

以黜陟之也。( 《政本》)

散文之外，再如文学作品，这里主要说林纾的

翻译作品。林纾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近 30 年中，与
别人合作翻译介绍了英、美、法、俄、日、西班牙、比
利时、挪威、希腊等国近 200 余种小说，达 1 200 万
字，被胡适称为“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
人”［58］。

林纾的译文全用文言，但相比于传统的文言，

已有很大的变化，以下是钱钟书对它的描述:

林纾译书所用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

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它虽然保留若
干“古文”成分，但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词
汇和句法上，规矩不严密，收容量很宽大。因
此，“古文”里绝不容许的文言“隽语”、“佻巧
语”象“梁上君子”、“五朵云”、“土馒头”、“夜
度娘”等形形色色地出现了。口语象“小宝
贝”、“爸爸”、“天杀之伯林伯”等也经常掺进
去了。流行的外来新名词———林纾自己所谓
“一见之字里行间便觉不韵”的“东人新名
词”———象“普通”、“程度”、“热度”、“幸
福”、“社会”、“个人”、“团体”、“脑筋”、“脑
球”、“脑气”、“反动之力”、“梦境甜蜜”、“活
泼之精神”等应有尽有了。还沾染当时的译
音习气，“马丹”、“密司脱”、“安琪儿”、“苦
力”、“俱乐部”之类不用说，甚至毫不必要地
来一个“列底( 尊闺门之称也) ”，或者“此所

谓‘德武忙’耳( 犹华言为朋友尽力也) ”。意
想不到的是，译文里包含很大的“欧化”成分。

好些字法、句法简直不象不懂外文的古文家
的“笔达”，却象懂外文而不甚通中文的人的
硬译。［59］

这样的翻译性古文，与上述新民体等有相当

高的一致性，因而可以归为一类，它与现代白话的

距离同样也不远。类似的文本再如辛亥革命志士
邹容所写的《革命军》，有人认为是“白话文写成的
名著”，并引了其中的以下一段: ［60］

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

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

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

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

顿，则有起死回生还魂返魄，出十八层地狱，

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

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
孙德金就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此种文字充

其量是浅近的文言文，而不能称为‘典雅的白话
文’。”［25］24在我们看来，这种相左的意见正好说明
了异质文言与当代白话之间相邻、相接、相交的关
系，也就是上边引文中所说的，二者只有“一步之
差”。

通过以上叙述，我们意在证明本小节标题所

示，异质文言是沟通古今的桥梁。正是借由这一
桥梁，传统文言成功走进并最终融入现代白话，一

方面成为后者的重要来源之一，另一方面也成就

了自己完整的历史发展进程。

对文言史线索的梳理以及具体发展事实的研

究，有巨大的意义和价值，这在文言以及汉语史上

自不待言，就是对现代汉语研究也是如此。比如，

关于现代汉语的起点问题，至今未能达成共识，在

我们看来，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还没能理清现代

汉语的来龙去脉，而复线文言史，特别是异质文言

史的建立及研究，除了自身及其对新汉语史的意

义和价值外，同时也会对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起

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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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History of Classical Chinese
DIAO Yan-bin

(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ree questions related to the history of classical Chinese under the frame-
work of the new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first，the author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double track history of
classical Chinese，which holds that the history of classical Chinese contains two clues: one is homogeneous his-
tory of classical Chinese，the other is the heterogeneous classical Chinese history; second，as for the problem of
classical Chinese dead or alive in modern Chinese，the basic conclusion is that classical Chinese is still here，
never having left． From another perspective，the history of classical Chinese continues ，it has not ended; third，
heterogeneous classical Chinese is the bridge to link up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trying to provide another
way of thinking and perspective to clarify the context of modern Chinese，which is also an attempt at setting up
the complete heterogeneous classical Chinese through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Key Words: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